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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旅游流空间结构的高铁效应及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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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交通是影响旅游流空间结构最主要因素之一。以京沪高铁线为例，探讨了区域旅游流

空间结构的高铁效应及特征，在此基础上，分析区域交通可达性变化，并结合区域旅游资源禀

赋、区域旅游接待设施、区域旅游交通网络密度以及区位等影响因素分析区域旅游流空间结构

的高铁效应的机理。研究表明：① 区域旅游流空间结构的高铁效应表现为马太效应、过滤效

应、扩散效应和叠加效应等特征。② 区位条件、旅游资源禀赋、旅游接待能力、交通网络密度以

及时空压缩程度等影响因素共同作用均非常明显态势下，产生高铁马太效应；旅游资源禀赋、

旅游接待能力、交通网络密度均不强，时空压缩程度不显著等旅游节点产生高铁过滤效应；区

位条件、旅游资源禀赋、旅游接待能力和交通网络密度均具有很强优势，且时空压缩程度明显

等旅游节点可成为扩散源，高铁强化了扩散源旅游流集聚作用，然后向边缘旅游地扩散，呈现

为“集聚—扩散”模式；高铁使大尺度空间的不同客源地居民出游空间范围出现叠加现象，但只

有区位条件、旅游资源禀赋、旅游接待能力、交通网络密度优势较强且时空压缩程度明显旅游

节点产生叠加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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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旅游流作为一个具有空间属性的旅游地理学概念，是旅游系统的神经中枢和纽带[1-2]，
表现为游客在空间区域内的空间位移现象，具体是指旅游者从客源地向目的地流动的人
群数量和流动模式[3]。旅游流研究是从空间角度考察旅游客源地（Origin）和旅游目的地
（Destination）的相互作用，地理学上称O-D对研究，主要集中在旅游流空间模型和旅游
流形成机制两方面。其中，旅游流空间模型主要包括旅游流层次模型 [4]、城市旅游流
模型[5]、旅游流核心—边缘空间模型[6-7]、旅游流圈层结构模式[8]等；在旅游流形成机制方
面，影响旅游流的主要因素包括旅游资源[9-10]；区域经济发展水平[3, 5, 7, 10]；区域旅游服务设
施，包括旅游地的娱乐和购物设施、餐饮与住宿等因素[4, 10-11]、区域交通[12-14]；区位和距离
择近对游客选择旅游目的地具有一定影响[6, 15-16]。在这些因素中，空间距离和交通可达性
是影响旅游流空间结构的首要因素[12-14, 16]，而空间距离可通过交通便捷程度转换为时间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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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时间距离是指在现有交通技术条件下通过单位空间距离所用的时间，或单位时间内
在现有的交通技术条件下所达到的最大空间距离。可见，空间距离是客观的，而时间距
离随交通技术条件变化而发生变化。当交通技术革新产生“时空压缩”效应时，旅游者
出游的时间距离不变而空间距离将增大，或空间距离不变而时间距离将变小。每一次交
通技术新突破，都能使旅游者以更快速度，旅行到更远的目的地[17]。

高速铁路（以下简称高铁）是世界“交通革命”的一个重要标志。高铁已成为解决
大通道上大量旅客快速输送问题的最有效途径，其最大特点是快速、安全和高效，产生
明显“时空压缩”效应。随着高铁带来“时空压缩”过程，游客在时间距离不变情况
下，空间距离逐渐增大，即游客出游半径会逐渐增大。日本新干线开通使东京和大阪等
客源地更接近东北部的旅游地，使旅游者出行更为方便，呈现出“把新干线当成走廊来
使用”的现象[18]。高铁使伦敦到爱丁堡、格拉斯哥和苏格兰等大城市的旅行时间大幅度
降低，从而促进英国各城市商务旅游和休闲旅游发展[19]。南非约翰内斯堡到比勒陀利亚
行程时间在高铁开通后缩减，极大增强了居民出行欲望，每天客运量增加到6.4万人次[20]。
可见，高铁产生的“时空压缩”效应对游客出游距离产生明显作用，影响到旅游者选择
出游目的地，进而对区域旅游空间格局变化产生深远影响。法国佩皮尼昂至西班牙巴塞
罗那段高铁线开通减少旅行时间，但加剧区域旅游空间竞争，巴塞罗那区位优势以及旅
游设施集中性比佩皮尼昂好，产生高铁“虹吸效应”；而佩皮尼昂只是一个拥有一些历史
纪念馆的小城，旅游产品单一，旅游基础设施不完善，高铁导致佩皮尼昂的旅游吸引力
下降，产生高铁“过滤效应”[21]。便捷高铁使加州北部和中央谷地区以及加州南部聚居
区连成一片，让旅游者能在一次旅游过程中实现对加州南部和加州北部的游览[22]。武广
高铁对湖北区域旅游空间格局演变的影响表现出“双刃性”，即强化了核心区域的极化作
用，又增强了核心区域向边缘区域的扩散作用[23]。

由此发现，高铁对区域旅游流空间结构产生了显著影响。以京沪高铁线为案例区，
比较国内两大客源地——北京和上海居民乘坐一般动车和高铁出游选择旅游目的地的变
化，分析区域旅游流空间结构的高铁效应及特征，并进一步分析区域旅游流空间结构的
高铁效应的影响机理。本研究具有较强实践价值和理论意义。首先，深入认识高铁条件
下区域旅游流空间结构类型及特征，将丰富和深化国内旅游流空间模型的研究内容。其
次，对区域旅游流空间结构的高铁效应类型的影响机理深入分析，在理论上填补并丰富
旅游地理学、交通地理学和行为地理学的研究内容。第三，科学把脉高铁对中国区域旅
游空间结构的影响，以期促进政府主管部门、旅游企业、旅游科研机构制订更科学措
施，推动中国旅游业有序发展，更好地实现旅游业成为国民经济战略性支柱产业的目标。

2 研究设计与数据处理

2.1 可达性测度
首先把空间距离转化为时间距离，需设定不同类型道路行车时速。不同地表类型具

有不同的通勤方式和出行速度，本文将地表类型分为陆地、道路和水域，分别设定时间
成本值。为了尽可能提高计算精度，选定栅格大小为0.5 km×0.5 km，设定时间成本数值
的参考为平均出行1 km大约所需要的分钟数，公式为：

cos t = 60/V （1）
式中：cost为时间成本；V为各类空间对象的设定速度。具体速度设定为：① 道路分为
铁路、高速公路、国道和省道，根据2005年中国不同等级的铁路里程和速度标准，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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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工程技术标准（JTGB01-2003）》设定速度，分别为90 km/h、120
km/h、80 km/h和60 km/h；② 考虑水域依然有一定的通行能力，但有些地方要绕行一定
距离才能到达对岸，需要付出比陆地更大成本，所以取其平均速度为1 km/h[24-25]。③ 陆
地指高速、国道、省道和水域之外的连续的陆地部分。假设陆地为均质，即在其上可以
任意方向出行，出行方式自由，主要以步行、公交车、出租车或私家车为主，通过测试
设定集成步行、公交车和出租车后的平均速度为16 km/h。④ 高铁速度设定为300 km/h。

为了即能精确计算全空间的综合可达性，同时又考虑铁路线路的跳跃式运行方式的
影响，本文采用网络分析和距离成本加权分析两者相结合的方法[24]。具体技术路线为：
① 生成含有高铁站站点信息的道路栅格图。指定中心，即源点o。② 通过距离成本加权
（Cost distance algorithm）分析，计算中心到任意一点 p的时间成本 top，即有从中心到任
意一个高铁站点 i ( j)的时间Aoi。③ 通过网络分析，计算每个高铁站点到其他站点最短时

间距离Bij。④ 计算考虑上高铁后，中心地到高铁各站点的最短时间Coi。具体方法：首先
找到距离中心最近的一个站点 1，将其纳入数列R = {Co1}，其中Co1=Ao1。再找距离中心
第二近的站点 2，比较该站点的 Ao2和通过网络分析 R 中的所有站点到该站点的最短时
间，即B12+Co1，比较大小后求其小，并将其放入数列R = {Co1, Co2}中。再依次找下一个
近的站点，即Co3 = min{Ao3, B13+Co1, B23+Co2}。依照此法，直到确定出所有站点到中心的
最短时间。⑤ 求每一个高铁站点到全空间的栅格时间成本，得到N个图层：E1, E2, …,
EN，和相应的各点到全空间的时间成本：T1p, T2p, …, TNp。⑥ 求中心到全空间所有点的最
短时间Top。即，Top = min{top, t1p+Co1, t2p + Co2, …, tNp +CoN}。
2.2 旅游流网络构建及数据处理

社会网络分析法是目前分析区域旅游流网络空间特征一种科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涉
及3个要素：节点、关系和连线，区域内各旅游地相当于社会网络结构中的点，目的地
之间的联系相当于社会网络结构中点与点之间的映射关系，目的地之间的交通通道相当
于连线[26]。本文通过旅游者在旅游节点之间流动关系表征区域旅游流网络结构，网络结
构的边用来代表旅游节点之间旅游者流动的有向旅游流关系。

根据调查所得数据，分别构建北京和上海为客源地的旅游流网络矩阵（分为高铁前
和高铁后旅游流两部分），其中，行表示旅游者流动时的起点，列表示终点，每产生一次
流动在相应单位格计入1。社会网络分析众多分析技术基础是以二值数据为基础，即1代
表存在关系，0 表示没有关系。通常做法是将原始矩阵中的数值与某一切分值进行比
较，大于或等于切分值则为1，反之为0。因此选择合适的切分值对于分析科学性至关重
要，切分值过大，出现不连接，很多关系不能反映出来，过小，关系普遍存在，分析结
果没有太大意义，所以过大过小都不利于探测网络结构和洞悉旅游网络一般态势，也不
能反映大多旅游者旅游活动特征[27-28]。本文通过测试比较，选择3作为切分值，对原始矩
阵进行二值化，得到北京和上海高铁前后旅游者流动矩阵。
2.3 旅游者选择出游目的地的影响因素界定

一般地，旅游者的出游空间行为受诸多因素影响，主要分为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
内在因素主要包括旅游者的态度、认知、个人收入水平、闲暇时间以及社会人口学等因
素，属于微观影响机制，其核心作用是激发潜在旅游者的出游动机，出游动机得到激发
后使潜在旅游需要转化为有效需求，使潜在旅游者转化为旅游者[3]。外在因素主要包括旅
游资源、经济发展水平、旅游服务设施、交通、区位等对游客选择旅游地具有一定影
响，属于宏观影响机制，且影响显著，尤其是空间距离和交通可达性成为影响旅游者选
择出游目的地的首要因素[12-14, 16]。高铁开通后，区域旅游资源禀赋、区域旅游服务接待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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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区域旅游交通网络密度以及客源地和旅游地的空间距离对旅游者选择旅游目的地的
影响程度发生很大的改变，客源地与旅游地的空间距离已不再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旅
游地的交通网络密度、旅游资源禀赋和旅游服务接待能力成为重要的影响因素[29]。

综上，主要从旅游资源禀赋、旅游服务设施、旅游交通网络密度、客源地和旅游地
的空间距离与区位等方面分析旅游流空间结构高铁效应的影响机理。其中，① 旅游资源
禀赋值计算公式为：

TRj =∑
i = 1

10
WiNij （2）

式中：TRj为 j城市的旅游资源禀赋值；Nij为 j城市拥有世界遗产、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5A和4A级旅游区的数量；Wi分别为不同等级旅游资源的权重，本文为世界遗产、国家
级风景名胜区、5A和4A级旅游区分别赋予10、6、4、2的权重[30]。对拥有多个称号的旅
游景区，以等级最高一种统计。旅游资源数量来源国家旅游局公布的数据，统计截止到
2011年底。② 旅游服务接待设施主要包括酒店、餐馆、娱乐、旅游购物商店等设施，旅
游者最为考虑的设施是酒店，是否能够订到酒店也成为旅游者是否选择旅游地一个重要
依据。考虑到资料获取的可能性，本文只选择星级酒店数作为旅游地接待能力的指标，
数据来源于2012各省统计年鉴或2011年城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③ 旅游交
通网络密度是评价旅游地交通通达性优势度的重要指标，主要指交通线路长度与所在区
域土地面积的绝对比值[31]。公式为：

TNj = TLj

Aj

（3）

式中：TNj为第 j个城市旅游交通网络密度；TLj为第 j个城市交通线路长度，交通线包括
高速公路、国道、省道和铁路，截止到2011年；Aj为第 j个城市区域面积。交通网络密度
是正向指标，值越大，则交通网络密度越大，区域交通条件越优越。④ 客源地与旅游地
的空间距离。一般地，客源地与旅游地的空间距离可用交通（地理）距离和时间距离来
反映。本文主要比较高铁开通前后旅游者选择旅游目的地变化，高铁开通前后，旅游者
从客源地去同一个目的地的交通时间变化明显，因此，客源地与旅游地的空间距离以时
间距离指标来体现。
2.4 旅游资源点选择

以京沪高铁线为例，以北京和上海乘坐动车和高铁出游的旅游者为调查对象，通过
高铁旅游者和非高铁旅游者（选择动车）如何选择京沪线的旅游目的地，从而得到京沪
沿线区域的旅游需求空间分布。调查选择旅游资源点主要是京沪沿线城市和周边城市的
代表性景区（点）（图 1）。沿线城市主要包括北京、廊坊、天津、沧州、德州、济南、
泰安、枣庄、徐州、宿州、蚌埠、滁州、南京、镇江、常州、无锡、苏州和上海，共18
个，周边城市主要包括承德、秦皇岛、保定、石家庄、烟台、威海、潍坊、青岛、济
宁、日照、连云港和黄山，共12个。选取世界遗产、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和5A级旅游区
等禀赋高的代表性景区，同时考虑到某些旅游地缺乏这些旅游资源，部分旅游地选取4A
级旅游区、国家森林公园以及特色旅游景区。
2.5 调查数据获取及处理

高铁“时空压缩”效应能节省旅途时间，使旅游者在有限的闲暇时间游玩远距离的
旅游地成为可能。为使高铁开通前后时间一致，本文野外调研时间选择为期3天的小长
假，高铁开通前，上海选择 2011 年清明小长假，时间为 4 月 5-7 日，北京选择 2011 年

“五一”小长假，时间为5月1-2日，高铁开通后上海和北京选择2011年中秋小长假，时
间为9月10-12日。调查地点选择上海虹桥站和北京南站，以及上海—北京G32和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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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G111高铁车上。高铁开通前后，上海调查问卷数分别为549和349份，回收有效问
卷分别为 500和 300份；北京调查问卷数分别为 234份和 338份，有效问卷分别为 220份
和 301份；问卷有效率在 85%以上。回收问卷利用SPSS19.0处理统计，并用GIS和社会
网络技术进行空间网络分析。

3 实证研究

3.1 区域旅游流空间结构的高铁效应
为分析高铁对区域旅游流空间结构变化的影响，借助社会网路分析软件Ucinet6中的

相关分析模块，从旅游流网络的程度中心性和中间中心性等指标（表 1）以及旅游流空
间网络结构（图2），在对比京沪高铁前后旅游流空间网络基础上分析区域旅游流空间结
构的高铁效应。
3.1.1 高铁马太效应 在北京旅游网络结构中，高铁开通后，泰山、济南（应描述为“以
趵突泉为代表的济南旅游地”，为节省篇幅则用景区所在的城市代替，以下同）、南京、
苏州和上海等旅游地等呈现出马太效应（或称为虹吸效应），尤以泰山最为明显，3项中
心性指标均有不同程度增长，其内外程度中心性由高铁前3.85分别增长到高铁后的7.69
和 11.54、中间中心性由 0.15增至 0.92，在所有旅游节点中增幅最大，表明高铁开通后，
泰山对北京客源地的吸引力大大增强。其次是济南，虽然高铁后程度中心性上升幅度不
大，但15.39的数值仍在所有旅游节点中最大，竞争优势依然非常明显，且表现为外向程
度中心性，说明济南节点是北京客流向山东周边旅游地扩散的中心枢纽。第三，南京、

图1 京沪线旅游资源点空间分布示意图
Fig.1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ourism resources along the Beijing-Shanghai HS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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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高铁开通前后北京和上海旅游流网络中心性变化分析
Tab. 1 Changes of network centrality of tourist flow of Beijing and Shanghai before and after HSR opening

北京旅游流网络

旅游

节点

D2

D3

D4

D6

D7

D5

D8

D9

D10

D11

D12

D13

D14

D15

D16

D17

D18

D19

D20

D21

D22

D24

D25

D26

D27

D28

D23

-

高铁前

程度中心性

外向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15.23

0.00

0.00

0.00

0.00

3.85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

内向

3.85

6.95

3.85

3.85

3.85

0.00

3.85

3.85

3.85

3.85

3.85

3.85

3.85

3.85

0.00

3.85

0.00

0.00

0.00

0.00

3.85

0.00

0.00

0.00

3.85

3.85

3.85

-

中间中

心性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77

0.00

0.00

0.00

0.00

0.15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

高铁后

程度中心性

外向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15.39

0.00

0.00

0.00

3.85

7.69

0.00

0.00

0.00

3.85

0.00

0.00

0.00

0.00

7.69

0.00

0.00

3.85

3.85

0.00

0.00

-

内向

0.00

4.85

3.70

3.70

3.70

0.00

3.85

4.15

4.15

4.50

7.69

11.54

4.52

4.15

0.00

3.85

3.85

3.85

0.00

3.85

7.70

3.85

3.70

3.85

11.54

11.54

3.85

-

中间中

心性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46

0.00

0.00

0.00

0.00

0.92

0.00

0.00

0.00

0.15

0.00

0.00

0.00

0.00

0.35

0.00

0.00

0.00

0.11

0.00

0.00

-

上海旅游流网络

旅游

节点

D27

D26

D25

D24

D22

D21

D20

D19

D18

D17

D16

D15

D14

D13

D10

D11

D12

D8

D9

D5

D7

D6

D4

D3

D2

D1

D30

D29

高铁前

程度中心性

外向

3.85

3.85

11.54

3.85

7.69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内向

11.54

7.70

11.54

7.69

11.54

3.85

0.00

3.85

3.85

3.85

0.00

3.85

3.85

3.85

0.00

0.00

3.85

3.85

0.00

0.00

3.85

0.00

0.00

3.85

0.00

3.85

0.00

3.85

中间中

心性

0.46

0.00

0.92

0.00

0.92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高铁后

程度中心性

外向

7.69

7.69

5.64

3.85

9.74

0.00

0.00

0.00

0.00

7.69

0.00

3.85

0.00

19.23

3.85

0.00

3.85

15.39

0.00

0.00

0.00

0.00

3.85

3.85

0.00

11.54

0.00

0.00

内向

3.85

7.69

9.12

0.00

13.96

3.85

0.00

3.85

7.69

3.85

0.00

4.15

7.69

26.92

3.85

0.00

7.69

7.69

3.85

0.00

0.00

0.00

0.00

4.52

3.85

26.92

3.85

4.52

中间中

心性

0.00

0.19

0.39

0.00

2.68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9.85

0.00

0.00

0.08

3.65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4.23

0.00

0.00

图2 京沪高铁对北京和上海旅游流空间结构影响
Fig. 2 Impacts of Beijing-Shanghai HSR on spatial structure of tourist flow in Beijing and Shang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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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和上海 3 个旅游地的程度中心性增长幅度明显，且以内向为主，由 3.85 分别增长
7.7、11.54和11.54，表明南京、苏州和上海对于北京客源地来说是远程旅游地，但因高
铁开通产生时空压缩后大大增强了对北京客源地的吸引力。

在上海旅游网络结构中，北京、泰山、济南等旅游地呈现出马太效应。尤以泰山最
为明显，3项中心性指标均有不同程度增长，其内外程度中心性由高铁前0和3.85分别增
长至高铁后的19.23和26.92，中间中心性由0增长至9.85，在所有旅游资源节点中增幅最
大，中间中心性成为高铁开通后所有节点中最高的数值，表明京沪高铁开通后，泰山对
上海的吸引力大大增强，且成为京沪高铁旅游网络结构的中心枢纽，成为南北旅游流最
重要的中转中心。其次是济南，3项中心性指标也有不同程度增长，其内外程度中心性
在高铁开通后由 0和 3.85分别增至 15.39和 7.69，中间中心性由 0增长至 3.65，且表现为
外向程度中心性高于内向，说明济南是上海客流向山东周边旅游地扩散的中心枢纽。再
次是北京，3项中心性指标也呈现不同程度的增长，其中内向程度中心性在所有旅游资
源节点中涨幅最大，由3.85增至26.92，成为内向性最高的节点之一。
3.1.2 高铁过滤效应 由于某些旅游节点的旅游资源品位度较低或知名度不高，但因处在
客源地周边，具有区位和交通距离的优势，但高铁开通产生时空压缩效应，低等级旅游
地在区域旅游地空间竞争中容易被远程知名度较高的旅游地所替代，因而产生高铁过滤
效应（或称为过道效应）。在北京旅游网络结构中，廊坊、沧州、保定、德州和石家庄等
5个距北京客源地较近的旅游节点（表1，图2），在高铁开通后内向程度中心性均出现了
下降的趋势，这些旅游地的客源市场被中远程的品位度和知名度高的旅游地所分流。另
外，潍坊因距中转的济南节点较近，而烟台和威海等旅游地距济南较远，因此，高铁开
通前潍坊具有一定竞争力，但高铁开通后，北京到济南的时空压缩使旅游者具备充分的
时间选择较远但知名度高的烟台和威海，而潍坊旅游节点却被过滤了。可见这5个旅游
节点在高铁开通后产生较为明显的过滤效应，在区域旅游竞争中处于被替代的位置。

在上海旅游网络结构中，镇江旅游地因距离上海较近，在高铁开通后内向程度中心
性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趋势，由 7.69减至 0，可见镇江的客源市场被中远程品位度较
高的旅游节点所替代。其次，苏州、无锡和常州等 3个距上海客源地较近的旅游节点，
在高铁开通后内向中心性均出现不显著的下降趋势，即过滤效应不明显，由于旅游地自
身资源品位度高和知名度高，所以不完全被过滤，即出现轻度过滤现象。
3.1.3 高铁扩散效应 在北京旅游网络结构中，扩散效应主要表现在济南、泰山和南京等
3个旅游地（表1，图2）。尤以济南节点最为明显，高铁开通前后，济南的外向程度中心
性由15.23上升到15.39，增长幅度不大，但由济南扩散到青岛、烟台、威海等旅游地客
流量有较大增长，内向程度中心性由 3.85分别增加到 7.69、4.15和 4.15，另外，泰山也
有部分客流由济南扩散所致。在扩散地中，济南向青岛扩散最多，占济南向外扩散总量
的 29.79%，其次是烟台和威海，分别占 27.66%和 25.53%。可见，高铁开通后，济南作
为中转扩散门户的作用更加突出。其次，泰山的扩散作用也较明显，外向程度中心性由
3.85增加到 7.69，由泰山扩散到孔庙—孔府—孔林（以下简称三孔）和日照客流比高铁
开通前增长较大，这两个旅游地的内向程度中心性均由3.85分布增加到4.52和4.15，其
中，大部分扩散到三孔旅游地，占69.23%。第三，南京的扩散效应也较明显，外向程度
中心性由 0增加到 7.69，主要是向临近苏州和皖南黄山以及西递—宏村古村落扩散，但
流向皖南的旅游流量占南京总扩散流量的94%。

在上海旅游网络结构中，扩散效应主要表现在济南、泰山和北京（表 1，图 2）。其
中，泰山最为明显，高铁开通前后，泰山外向程度中心性由0上升到19.23，涨幅在所有

220



2期 汪德根 等：区域旅游流空间结构的高铁效应及机理

节点中最大，主要扩散到济南、北京、青岛、三孔，引致前两者内向程度中心性显著增
加，且扩散人数最多，分别占31.58%和28.95%，青岛和三孔的内向中心性分别由3.85增
加到7.69，扩散的旅游流量分别占13.16%和15.79%。可见，泰山在高铁开通后占据核心
中转枢纽地位。其次，济南扩散作用较明显，外向程度中心性由0增加到15.39，由济南
扩散到烟台、威海、青岛客流比高铁开通前增长较大，其中烟台和威海的内向中心性均
由0增加到3.85，青岛由3.85增加到7.69。第三，北京也表现一定的扩散效应，其外向程
度中心性由0增加到11.54，主要向承德、秦皇岛和天津扩散，其中，扩散到承德的旅游
流量最多，占北京总扩散量的65.22%，承德的内向中心性由3.85增加到4.52，其次是秦
皇岛和天津。
3.1.4 高铁叠加效应 城市居民出游受距离交通时间成本的影响较大，80%居民选择出游
地主要以500 km内近中程范围[15]。高铁时空压缩效应大大改善了交通时间成本，是否使
居民出游半径增大?不同客源地的出游半径增大是否会产生叠加效应?为深入分析上述问
题，以客源地60%和80%出游空间范围作为分析叠加效应的参考依据。美国旅游市场学
家埃塞尔认为，占60%旅游市场份额的客源地是一个旅游地主要客源市场，对旅游地市
场稳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32]。可见，客源地60%出游范围成为旅游地的主要客源市场重
要基础，而80%出游范围是客源地整体出游规律的重要表现。

高铁开通前，北京居民60%出游的范围到了济南，距北京约为410 km，累计比重达
到了62.41%；上海居民60%出游的范围到了滁州，距上海约为346 km，累计比重达到了
60.91%。以北京和上海为圆心，以60%的出游距离为半径画圆，这两个圆的位置表现为
相离状态。从出游累计比重80%的范围看，北京出游范围到了距北京约625 km的枣庄，
累计比重为 80.85%；上海出游范围是距上海约 847 km的泰安，比重为 82.23%；从以北
京和上海为圆心，以80%的出游距离为半径为圆的状态看，只有泰安和枣庄被两个圆覆
盖，表现为叠加特点（图3a）。

高铁开通后（图3b），北京60%出游范围到了南京，距北京约为1018 km，累计比重

图3 高铁前后60%和80%出游空间范围比较
Fig. 3 Comparison of the 60% and 80% travelling spatial range before and after HSR ope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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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70.3%，与高铁前相比，出游半径向外扩大了608 km，增长了148%；上海60%的出游
范围到了距上海约 847 km的泰安，累计比重为 64.83%，出游半径向外扩大了 501 km，
增长了145%。以北京和上海为圆心的两个圆由高铁开通前相离状态转变高铁开通后的相
交状态，即两个圆有叠加部分，主要包括南京、滁州、蚌埠、宿州、徐州、枣庄和泰安
等7个旅游节点。从出游累计比重80%的范围看，北京出游范围到了苏州，累计比重为
84.21%，距北京约为1257 km，出游半径比高铁前向外扩大了632 km，增长率为101%；
上海的范围扩展到了天津，累计比重为83.47%，距上海约为1198 km，出游半径比高铁
前向外扩展了 41.44%。从叠加情况看，主要包括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南京、滁
州、蚌埠、宿州、徐州、枣庄、泰安、济南、德州、沧州和天津等15个旅游节点，数量
比高铁前大大增加。

可见，高铁开通前，60%居民出游范围主要集中在 350~450 km，以近中程为主，
80%居民出游范围主要集中在600~850 km，以中远程为主；高铁开通后，60%出游范围
主要集中在840~1000 km，比高铁前80%出游范围还大，80%出游范围主要集中在1200~
1300 km，与之前学者研究的500 km范围相比大大增加。可见，高铁时空压缩效应对居
民选择中远程旅游地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进一步研究发现，虽然叠加的旅游节点较多，但并不是所有旅游节点是旅游者喜欢
的，从北京和上海高铁旅游流网络中（表 1，图 2）看出，在 60%出游范围中，只有济
南、泰山（泰安）和南京3个旅游节点的程度中心性很高，表现出明显的叠加效应，而
其他旅游节点的程度中心性一般，没有呈现出叠加效应。从80%出游范围只有济南、泰
山、南京、苏州和天津等5个旅游节点的程度中心性较高，表明高铁开通后这5个旅游节
点呈现出叠加效应。

综上，区域旅游空间高铁效应表现为马太效应（虹吸效应）、过滤效应（过道效
应）、扩散效应和叠加效应等类型特征。为什么高铁会使旅游流空间结构呈现出这些类型
特征？下面从旅游资源禀赋、旅游服务设施、旅游交通网络密度、客源地和旅游地的时
间距离（可达性变化）与区位等方面深入分析旅游流空间结构高铁效应的影响机理。
3.2 区域旅游流空间结构的高铁效应机理
3.2.1 高铁马太效应的机理 从北京旅游网络空间中可知，高铁开通后济南、泰山、南
京、苏州和上海等5个旅游地呈现出马太效应。从图4a和4b可知，高铁开通前后的北京
出游者选择旅游地空间分布中，这5个旅游地的旅游需求比重均比较高，高铁开通前，5
个旅游地的比重分别为6.67%、9.32%、3.33%、5%和3.67%，在所有旅游地的排序分别
为第 4、2、14、9 和 12 位；高铁开通后，5 个旅游地的比重分别为 11.07%、10.08%、
13.83%、8.3%和10.87%，在所有旅游地的排序分别为第2、4、1、6和3位。可见，高铁
开通后，5个旅游地的旅游需求比重和排序均呈现上升趋势。

在这5个旅游地中，上海是京沪线的端点城市，经济发达，城市环境优越。以东方
明珠为代表的现代城市景观和以世博园为代表的商务会议资源有极强禀赋，在所有旅游
地中位列第6；上海是我国重要交通枢纽城市，交通网络密度达到6.652，在所有旅游地
中位居第一，方便旅游者空间流动；上海旅游服务设施绝对值非常高，旅游星级饭店达
到298座，在所有旅游地中位居第1 （图4c、4d、4e）。高铁开通前，上海旅游地在北京
交通等时圈中处于7 h以上范围，旅行时间需要10 h，高铁开通后，上海旅游地处于北京
交通等时圈的 3~5 h范围，旅行时间缩减为 5 h （图 4a、4b），时空压缩效果非常明显，
在旅游资源禀赋高、旅游地交通网络密度大、旅游接待服务设施较强的等综合因素影响
下，对北京旅游者吸引大大增强，旅游需求比重增幅达到196.45%，马太效应非常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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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和南京是京沪线中转枢纽城市，又是省会城市，分别是山东和江苏的政治、经
济、交通中心，城市综合环境较优越。济南的旅游资源禀赋不是很强，在所有旅游地中
排序仅为20，但其旅游接待服务设施绝对能力较高，在所有旅游地中位列第6位；城市
交通发达，交通网络密度为1.246，位列第9位；在北京的交通等时圈中，济南由高铁前
的3~5 h范围进入到高铁后的3 h以内范围，济南成为北京一日游旅游地。因此高铁开通
后，北京到济南旅游的需求上升明显，增长幅度达到66.05%，呈现出马太效应。南京拥
有以明孝陵为代表世界遗产以及钟山为代表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资源禀赋高，在所有旅
游地中位列第4；同时，南京的旅游接待绝对能力较高，在所有旅游地中位列第5位；交
通网络密度达到 1.397，位列第 6位；在北京的交通等时圈中，南京由高铁前的 7 h以上
范围进入到高铁后的3~5 h范围，旅行时间由高铁前的7.8 h缩减到高铁后的3.3 h，时空
压缩明显，高铁开通后旅游需求增长幅度达到314.9%，马太效应非常明显（图4）。

泰山和苏州均是京沪线上著名的旅游地。泰山旅游资源禀赋非常高；泰山所在的泰
安旅游地的旅游接待服务设施和交通网络密度也具有一定水平，在所有旅游地中均位列

图4 高铁前后北京出游者空间分布变化及影响因素
Fig. 4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changes in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Beijing's travelers before and after HSR ope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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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位；在北京的交通等时圈中，泰山由高铁前的3~5 h范围进入到高铁后的3 h以内范
围，泰山成为北京一日游旅游目的地。因此，高铁开通前，泰山对北京已具有较强的吸
引力，旅游需求比重为 9.32%，仅次于天津旅游地，高铁开通后，旅游需求进一步上
升，比重为10.08%，呈现出典型的马太效应。苏州拥有古典园林世界遗产、太湖国家级
风景名胜区，资源禀赋非常高，在所有旅游地中位列第 2。苏州旅游服务接待设施水平
非常高，在所有旅游地中位居第2，仅次于上海；城市交通网络密度达到1.745，位列第
2位，仅次于上海；在北京的交通等时圈中，苏州由高铁前的7 h以内范围进入到高铁后
的 3~5 h范围，旅行时间由 9.3 h缩减到 3.9 h，时空压缩明显，在这些综合因素影响下，
对北京旅游者吸引大大增强，旅游需求增长幅度达到66%，马太效应明显（图4）。

从上海旅游网络空间中可知，高铁开通后北京、济南和泰山等3个旅游地呈现出马
太效应。从图 5a 和 5b 可知，高铁开通前，3 个旅游地的比重分别为 7.56%、3.62%和
6.69%，在所有旅游地的排序分别为第4、8和5；高铁开通后，3个旅游地的比重分别为
16.08%、7.49%和 13.7%，在所有旅游地的排序分别为第 1、3和 2。可见，高铁开通后，
3个旅游地的旅游需求比重和排序均呈现上升趋势。

在这3个旅游地中，北京是京沪线的端点城市，城市环境优越，拥有以故宫和八达
岭等为代表6个世界遗产，旅游资源禀赋极强，在所有旅游地中位列第1；交通网络密度
达到2.816，在所有旅游地中位居第一；北京的旅游服务设施水平非常高，在所有旅游地
中位居第 1位（图 5c、5d、5e）。高铁开通前，北京旅游地在上海交通等时圈中处于 7 h
以上范围，旅行时间需要10 h，高铁开通后，北京处于上海交通等时圈的3~5 h范围，旅
行时间缩减为5 h范围（图5a、5b），时空压缩效果非常明显，在旅游资源禀赋高、旅游
地交通网络密度大、旅游接待服务设施较强的等综合因素影响下，对上海旅游者吸引大
大增强，旅游需求比重增长幅度达到112.78%，马太效应非常明显。

如前所述，济南具有一定区位、交通和接待设施等优势，泰山旅游资源禀赋极强，
交通和接待设施具有一定优势。在上海交通等时圈中，济南和泰山由高铁前的7 h以上范
围进入到高铁后的3~5 h范围，旅行时间分别为2.8 h和2.6 h，时空压缩明显，对上海旅
游者吸引大大增强，旅游需求比重增长幅度达到 107%和 104.88%，马太效应非常明显
（图5）。

综上，高铁开通后产生马太效应的旅游节点可归为三类，第一类是端点型旅游地，
主要包括北京和上海，该类旅游节点的地理区位条件、旅游资源禀赋、旅游接待能力、
交通网络密度均最强，且时空压缩非常明显，等时圈由7 h以上范围压缩为3~5 h范围。
第二类是中转型旅游地，以济南或南京为代表，该类旅游节点的地理区位条件很强，旅
游资源禀赋、旅游接待能力、交通网络密度均较强，时空压缩也明显，等时圈由 3~5 h
范围压缩为 3 h以内范围或由 7 h以上范围压缩为 3~5 h范围，在上海旅游网络空间中，
南京在高铁开通前后均处于上海等时圈的3 h以内范围，时空压缩不明显，没有出现出马
太效应。第三类是资源型旅游地，以泰山或苏州为代表，该类旅游节点最突出的特点是
旅游资源禀赋非常高，具有极强的吸引力，同时区位较强，靠近端点城市或中转城市，
旅游接待能力和交通网络较强，时空压缩明显，等时圈由3~5 h范围压缩为3 h以内范围
或由7 h以上范围压缩为3~5 h范围，在上海旅游网络空间中，苏州在高铁开通前后均处
于上海等时圈的3 h以内范围，时空压缩不明显，没有出现出马太效应。

由此可见，高铁开通后，端点型、中转型和资源型旅游地均有可能产生马太效应，
如图6所示A点旅游地在地理区位条件、旅游资源禀赋、旅游接待能力、交通网络密度
以及时空压缩程度等5种因素作用下产生马太效应，吸引更多的旅游者。其中，端点型
旅游地在地理区位条件、旅游资源禀赋、旅游接待能力、交通网络密度以及时空压缩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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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等5个影响因素共同作用均非常明显态势下，将产生明显马太效应；中转型旅游地的
地理区位条件必须非常优越，其他4个影响因素作用较强情况下产生马太效应；资源型
旅游地的旅游资源禀赋必须非常高，其他4个影响因素作用较强情况下，也将产生马太
效应。
3.2.2 高铁过滤效应的机理 从北京旅游网络空间中可知，高铁开通后廊坊、沧州、保
定、石家庄、德州和潍坊等6个旅游地呈现明显过滤效应。这些旅游地的旅游资源品位
度较低或知名度不高，与中远程资源品位度高或知名度高的旅游地竞争处于劣势，但由
于处在北京客源地周边，具有区位优势和交通距离的优势，因此高铁前仍有一定北京出
游者选择这些旅游地，这 6 个旅游地的旅游需求比重分别为 4.45%、1.67%、6.11%、

图5 高铁前后上海出游者空间分布变化及影响因素
Fig. 5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changes in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Shanghai's travelers before and after HSR ope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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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3%和2.22%，累计达19.08%，占整体比重近1/5。高铁开通后，原先距北京客源
地较近的区位优势和交通距离优势转变为劣势，出游者因高铁产生时空压缩效应，放弃
周边旅游资源品位度较低或知名度不高的旅游地，取而代之的是中远程资源品位度高或
知名度高的旅游地，因此选择这些旅游地比重明显下降，分别为 0.79%、0.99%、
1.38%、1.19%、0.35%和 0.4%，下降幅度分别为 82.24%、40.6%、77.42%、64.3%、
73.08%和82%，累计比重仅为5.1%，下降幅度达到73.27%（图4a、4b）。具体分析，这
些旅游地的资源禀赋不高，除石家庄和保定外，廊坊、沧州、德州和潍坊4个旅游地的
资源禀赋在所有旅游地的位序，仅为第27、25、18和24位，基本处在末尾。从旅游接待
能力看，除潍坊和石家庄在第9和12位较靠前位序外，廊坊、沧州、保定和德州仅分别
为第19、22、17和24位，基本处于低水平的位置。从旅游地的交通网络密度上看，廊坊
因紧靠北京和天津，以及区域面积较小，因此交通通达性较好，交通网络密度达到
1.384，位列第7，沧州、保定、石家庄、德州和潍坊的交通网络密度均没有达到1，在所
有旅游地仅分别为第19、27、13、24和25位，交通通达性基本处于低水平。在北京交通
等时圈中，廊坊、沧州、保定和石家庄在高铁开通前后均处于3 h以内等时圈中，时空压
缩程度不明显；德州由高铁开通前的 3~5 h等时圈进入到 3 h以内等时圈，旅行时间由
2.5 h缩减为1.1 h，变化幅度不大；潍坊旅游地的客流主要是通过济南中转分流，济南由
高铁开通前的3~5 h等时圈进入到3 h以内等时圈，使潍坊的等时圈由5~7 h等时圈进入
到3~5 h范围，旅行时间由4.5 h压缩到2.6 h，变化幅度也不是很大（图4）。

在上海旅游网络空间中，高铁开通后，镇江旅游地呈现明显过滤效应。高铁开通
后，上海客源地选择镇江的旅游需求比重由开通前的5.36%下降到1.15%，下降幅度达到
78.55%，在所有旅游地由第 6位下降到第 21位，减少幅度非常明显（图 5a、5b）。具体
看，镇江旅游地虽然拥有三山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但与长三角的南京、苏州和无锡传统
旅游资源相比，在知名度方面不具强竞争力，资源禀赋在所有旅游地仅为第17位，较靠
后位置。旅游接待能力仅为第22位。由于镇江紧靠中转枢纽城市南京，以及区域面积较
小，因此镇江交通网络密度较高，达到1.514，位列第4位。在上海交通等时圈中，镇江
在高铁前后均处于 3 h以内范围，旅行时间由高铁前 1.6 h缩减到高铁后 0.68 h，变化幅
度不大（图5）。

此外，高铁开通对一些旅游地产生了轻度过滤效应，北京旅游网络空间的天津旅游
地，上海旅游网络空间的苏州、无锡和常州旅游地。高铁开通后，北京出游者选择天津
的旅游需求比重由高铁前的10.16%下降高铁后的8.5%；上海出游者选择苏州、无锡和常
州的旅游需求比重分别由高铁前的 13.92%、4.36%和 13.08%下降高铁后的 5.57%、3.8%
和 5.57%。这些旅游地的旅游需求比重虽出现了一定幅度下降，但在旅游者选择出游目
的地的空间分布中仍处于较高竞争优势，这些旅游地在高铁开通前后的旅游需求排序处
较高位置，天津位列高铁后北京旅游网络结构的第5位，苏州、无锡和常州分别位列上
海旅游网络结构第 5、10和 6位。出游者选择的比重下降，主要是这些旅游地靠近客源
地，高铁前后均处于3 h以内等时圈范围，旅行时间压缩程度不明显，致使高铁开通后，
部分客源被中远程旅游地所替代（图6），但又因这些旅游地旅游资源禀赋、旅游接待能
力、交通网络密度均具有强竞争力，保证了他们在高铁后仍具有较强的吸引力，使过滤
效应不明显，即产生轻度过滤效应。

综上，高铁开通后产生过滤效应主要是靠近客源地的旅游地，也有一部分是靠近中
转枢纽城市的旅游地。根据过滤效应的程度不同，分为显著过滤型旅游地和轻度过滤型
旅游地。在显著过滤型旅游地中，由于旅游资源禀赋、旅游接待能力、交通网络密度均
不强，但由于靠近客源地的区位优势，使A和B点旅游地在高铁开通前，吸引客源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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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游和周末游市场，成为区域旅游热点；而位于中远程的D旅游地，尽管旅游资源禀
赋很好，但因距离远，在有限闲暇时间内对旅游者吸引力不强，成为区域旅游冷点（图
7a）。在高铁开通后，A和B旅游地因旅游资源禀赋、旅游接待能力、交通网络密度均不
强，同时地理区位条件因高铁开通由优势转变为劣势，时空压缩程度不显著，在高铁时
空压缩效应下，使其在区域旅游竞争格局中处于劣势，大部分客源市场被中远程的旅游
资源禀赋高、接待服务能力强、交通网络密度高的D旅游地所替代，A和B旅游地转变
为冷点，而D旅游地转变为热点，因而产生显著的过滤效应（图 7b）。根据旅游资源特
点，显著过滤型效应又可以分为级差型过滤效应和替代型过滤效应，在图7中，A和D属
于不同类型旅游资源，但A的级别比D的级别低，因而产生级差过滤效应；而B和D属
于同类型旅游资源，因而产生替代过滤效应。在轻度型过滤旅游地中，靠近客源地的C
旅游地因资源禀赋、接待能力、交通网络密度均很强，吸引大量客源地旅游者，成为区
域旅游热点（图7a），在高铁开通后，地理区位条件因高铁开通由优势转变为劣势，时空
压缩程度不显著，部分旅游市场被远距离旅游资源禀赋高的D旅游地所替代，但旅游资
源禀赋、旅游接待能力、交通网络密度均很强，过滤效应不明显，仍是区域旅游热点
（图7b）。
3.2.3 高铁扩散效应的机理 高铁时空压缩效应在大尺度空间区域体现更明显，因此，高
铁对中远程旅行时间压缩程度越显著，因而对中远程旅游地的作用越大。陈健昌
（1988）认为，大尺度空间旅游属远程旅游，他们常只游览目的地高级别的旅游点，之后
一般也不停留在原地游览该地级别较低的旅游点，而是迁移到其他地方，游览该地级别
较高的旅游点[33]。陈健昌学者所解释的旅游现象实质阐述了一个原理，即区域旅游“核

图7 高铁条件下区域旅游空间过滤效应机理
Fig.7 Mechanism on the "filtering effect" of regional tourism space under the condition of HSR

图6 高铁条件下区域旅游空间马太效应机理
Fig.6 Mechanism on the "Matthew effect" of regional tourism space under the condition of HS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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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边缘”扩散原理，一个区域核心节点是吸引源，将旅游流向区域周边旅游节点扩
散，实现核心节点带动边缘节点共同发展。但这种现象必须有一个前提条件，即在时间
允许情况下，核心节点的旅游流才有可能转移到其他边缘节点。高铁压缩旅行时间后，
使旅游者有更充裕时间在大尺度空间旅游地的游览，这为核心节点向边缘节点扩散提供
了可能。

（1）扩散源旅游节点。北京旅游网络空间的济南、泰山和南京等 3个旅游地，上海
旅游网络空间的泰山、济南和北京等3个旅游地，成为明显扩散源，可以分为3类，第一
类是北京等端点型旅游地。由前面分析可知，北京区位条件、旅游资源禀赋、旅游接待
设施能力、交通网络密度等非常强，且京沪高铁开通后时空压缩程度明显。第二类是济
南和南京等中转型旅游地。济南和南京区位条件优越、旅游资源禀赋、旅游接待设施能
力、交通网络密度等较强，且高铁开通后时空压缩程度较明显。第三类是泰山等资源型
旅游地。泰山旅游资源禀赋极强，交通和接待设施具有一定优势。

（2）扩散地旅游节点。在北京和上海的高铁旅游网络结构中，扩散源与扩散地空间
关系主要分为两种：一是扩散源旅游节点向周边扩散地旅游节点辐射。济南扩散源主要
扩散到周边青岛、烟台、威海；泰山扩散源主要扩散到周边的青岛、三孔和日照；南京
主要扩散到本省的苏州以及安徽皖南的黄山—古村落；北京扩散源辐射到河北的承德和
秦皇岛以及天津；二是扩散源之间的辐射。济南与泰山互为扩散；泰山和济南向北京
扩散。

具体分析，扩散地旅游节点的旅游资源禀赋看，黄山—古村落、古典园林、避暑山
庄、三孔均为世界遗产，青岛崂山、秦皇岛—北戴河、天津盘山均为国家级风景名胜
区；烟台蓬莱阁和龙口南山、威海刘公岛、天津古文化街均为国家5A级旅游区，可见扩
散地的旅游资源禀赋较高。从扩散地旅游节点的接待能力看，除日照和承德等节点旅游
接待能力相对较低外，其余旅游节点的旅游接待能力均较强，在各自旅游网络结构中的
排序均进入前10位，尤其是苏州和青岛的进入前3位。从扩散地旅游节点的交通优势度
看，苏州和天津等节点交通网络密度高，在各自网络结构中均进入前3位，其余旅游节
点的交通网络密度不是很高，排序在中下游位置。

从时空压缩程度看，苏州和天津在高铁线上，压缩比较明显，其他旅游节点不在高
铁线上，但均有高速公路或国道与扩散源连接，交通通达度较好，由于扩散源在高铁线
上，高铁开通后的扩散源时空压缩明显，由此客源地到扩散地的旅行时间也相应得到压
缩，其中，在北京高铁旅游网络空间中，青岛和日照由5~7 h以上等时圈进入到3~5 h等
时圈，三孔由5~7 h等时圈进入到3 h以内等时圈；在上海高铁旅游网络空间中，三孔由
5~7 h等时圈进入到3~5 h等时圈。其余扩散地旅游节点虽然等时圈没有变化，但高铁开
通使旅行时间缩短，旅行时间压缩率在20%~40%。

综上，高铁产生扩散效应增强了区域核心旅游地和边缘旅游地之间的联系，也加强
了区域核心旅游地之间的联系。高铁扩散效应影响的机理主要表现为扩散源强化对客源
地的吸引，具有极强旅游流集聚作用，然后向边缘旅游地扩散，呈现为“集聚—扩散”
模式（图 8）。扩散源表现出极强的集聚作用，图 8显示高铁开通后，资源型旅游地O1、
中转型旅游地O2、端点型旅游地O3因具备区位条件、旅游资源禀赋、旅游接待能力和交
通网络密度等优势，以及时空压缩程度明显，成为旅游流集聚地，高铁开通后旅游需求
（外围三角锥）均比高铁开通前旅游需求（内部三角锥）大大增加。而扩散地与扩散源的
交通通达性高，旅游资源禀赋、旅游接待能力、交通网络密度要有一定优势，才能吸引
扩散源的客流向扩散地流动。旅游扩散地R1、R2、R3的旅游资源禀赋为4级或5级，区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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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旅行时间压缩程度、旅游接待能力以及交通网络优势度均为3级或4级，表现出较
强优势，对扩散源的客源市场具有较强的吸引力，因此，扩散源集聚的旅游流向这些扩
散地空间转移。
3.2.4 高铁叠加效应的机理 由前面分析可知，高铁开通后，北京和上海客源地 60%和
80%出游范围叠加部分的旅游节点，发生明显的叠加效应的只有济南、泰山（泰安）、南
京、苏州和天津5个旅游节点。由图4和图5以及表2可知，在北京和上海高铁旅游网络
空间的15个叠加旅游点中，天津、济南、泰山（泰安）、南京和苏州的旅游需求在所有
旅游地中的排序较高，全部位居前7位，表现出叠加效应。这5个旅游地可分为两类：一
类是以天津、济南和南京为代表的中转型旅游地。该类旅游地区位条件优越；旅游资源
禀赋济南排序较低，天津在中游位置，南京排序较高；旅游接待能力均很高；交通网络
密度均很高，排名均进入前 10位；从时间压缩程度看，济南和南京的压缩程度较为明
显，天津在北京网络中压缩不是很明显，但在上海网络中压缩明显。另一类是以泰山和
苏州为代表的资源型旅游地，其旅游资源禀赋条件极高，虽然泰安的旅游资源禀赋排序
位居中游，但泰山品位度和知名度极高，吸引力非常强；两地的旅游接待能力和交通网
络密度均较高，苏州均位居第2位，泰山所在的泰安基本进入前10位；两地的区位条件
较好，靠近端点型旅游地和中转型旅游地；从时间压缩程度看，泰山比较明显，而苏州
在上海旅游网路中压缩程度不明显，但在北京的旅游网络中压缩明显。总体上看，天
津、济南、南京、泰山和苏州的旅游资源禀赋、旅游接待能力和交通网络密度的优势均
较明显，尤其从旅行时间上看，济南和泰山的叠加效应尤为明显。相比较，天津在北京
旅游网络中，南京和苏州在上海旅游网络中的旅行时间压缩程度不是很明显，因此，这
3个旅游地的叠加效应效果比泰山和济南的效果低一些。沧州、德州、枣庄、徐州、宿
州、蚌埠、滁州、镇江、常州和无锡等10个旅游节点，处在北京和上海客源地80%出游
范围的叠加范围，但这些旅游节点旅游资源禀赋、旅游接待能力、交通网络密度的优势
程度和时空压缩程度均不明显，因此没有表现出明显叠加效应。

综上，高铁使大尺度空间的客源地居民出游空间范围出现叠加现象，但受区位条

图8 高铁条件下区域旅游空间扩散效应机理
Fig.8 Mechanism on the "diffusion effect" of regional tourism space under the condition of HS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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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旅游资源禀赋、旅游接待能力、
交通网络密度和时空压缩程度等因素
的影响，只有部分旅游节点产生了叠
加效应。图 9显示了高铁条件下区域
旅游空间叠加效应机理，高铁开通前
（图9a），从大尺度空间两个客源地O1

和O2的 60% （80%）出游范围表现为
两个相离的圆，分别覆盖与客源地较
近的 D1、D2、D5 和 D6，而距 O1 和 O2

较远的D3和D4没有被覆盖。高铁开通
后 （图 9b），两个客源地 O1 和 O2 的
60% （80%）出游范围表现为两个相
交的圆，O1和O2叠加的区域包括D2、
D3、 D4 和 D5，由于中转型旅游地
（D3） 或资源型旅游地 （D4） 的区位
条件、旅游资源禀赋、旅游接待能力、交通网络密度较优越，且时空压缩程度较明显，
因此旅游需求量比高铁开通前增加很多，且比其他旅游地D1、D2、D5和D6的需求量大，
表现出明显的叠加效应；而处于叠加范围的D2和D5因区位条件、旅游资源禀赋、旅游接
待能力、交通网络密度较优越度不明显，没有表现出明显叠加效应。

4 结论与讨论

（1）区域旅游流空间结构的高铁效应表现为：① 马太效应，高铁前一些具有一定竞

表2 叠加旅游节点的旅游需求、影响因素及压缩时间程度比较
Tab. 2 Comparison of the overlying tourist nodes in terms of tourist demand,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degree of time compression

城市

天津

沧州

德州

济南

泰安

枣庄

徐州

宿州

蚌埠

滁州

南京

镇江

常州

无锡

苏州

高铁旅游

需求位序

5/4

20/25

27/24

2/3

4/2

13/2

19/18

17/20

26/26

24/19

1/7

22/21

21/6

16/10

6/5

旅游资源

禀赋位序

12/12

25/26

18/20

20/21

14/15

8/8

23/24

26/27

22/23

21/22

4/3

16/17

19/18

9/7

2/2

旅游接待

能力位序

7/12

22/23

24/25

6/6

11/10

23/24

18/18

27/28

26/27

25/26

5/5

21/22

15/15

13/13

3/3

交通密度

位序

3/3

19/19

13/13

9/9

11/11

10/10

14/14

17/17

12/12

21/21

6/6

4/4

5/5

8/8

2/2

高铁运行

时间

0.40/3.99

0.75/3.40

1.10/3.10

1.40/2.95

1.60/2.60

2.10/2.00

2.30/1.80

2.50/1.60

2.80/1.40

3.15/1.00

3.30/0.87

3.50/0.68

3.70/0.50

3.80/0.37

3.90/0.25

动车运行时间

0.93/8.90

1.80/8.10

2.50/7.30

3.30/6.50

3.80/6.10

5.10/4.80

5.50/4.40

6.00/3.90

6.60/3.30

7.50/2.40

7.80/2.00

8.30/1.60

8.80/1.10

9.00/0.85

9.30/0.57

注：前后数据分别表示在北京和上海旅游网络空间情况。

图9 高铁条件下区域旅游空间叠加效应机理
Fig. 9 Mechanism on the overlying effect of regional tourism space

under the condition of HS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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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力优势旅游节点的在高铁开通后旅游吸引力变得更强；② 过滤效应，高铁前一些距客
源地近旅游节点具备区位和交通优势，但在高铁后这种优势转变劣势，时空压缩使这些
旅游节点被中远程吸引力更大的旅游节点所替代，表现出过滤效应；③ 扩散效应，高铁
后一些主要旅游节点旅游流量呈现明显集聚性，进而向周边具有一定吸引力的旅游节点
扩散，表现出较明显的“核心—边缘”型旅游流空间形态；④ 叠加效应，高铁开通后，
大尺度区域两个客源地的60%或80%出游空间半径明显扩大，两个出游圈层表现出叠加
现象，在叠加范围一些主要的旅游节点在两个出游圈层中均呈现旅游流集聚性，表现出
显著的叠加效应。

（2）高铁开通后，端点型、中转型和资源型旅游地均有可能产生马太效应，端点型
旅游地在区位条件、旅游资源禀赋、旅游接待能力、交通网络密度以及时空压缩程度等
5个影响因素共同作用均非常明显态势下，将产生明显马太效应；中转型旅游地的区位
条件须非常优越，资源型旅游地的旅游资源禀赋须非常高，其他4个因素作用较强情况
下，这两类节点也具有一定马太效应。

（3）旅游资源禀赋、旅游接待能力、交通网络密度均不强，同时区位条件因高铁开
通由优势转变为劣势，时空压缩程度不显著的旅游节点，高铁开通使其在区域旅游竞争
格局中处于劣势，大部分客源市场被中远程的旅游资源禀赋高、接待服务能力强、交通
网络密度高的旅游节点所替代，产生明显高铁过滤效应。

（4）区位条件、旅游资源禀赋、旅游接待能力和交通网络密度等要素具有很强的优
势，且时空压缩程度明显的旅游节点成为扩散源，强化对客源地的吸引，具有极强旅游
流集聚作用，然后向周边边缘旅游地扩散，呈现为“集聚—扩散”模式。扩散地与扩散
源的交通通达性高，且其旅游资源禀赋、旅游接待能力、交通网络密度也有一定优势，
吸引扩散源的客流向扩散地流动。

（5）高铁使大尺度空间的不同客源地居民出游空间范围出现叠加现象，但只有区位
条件、旅游资源禀赋、旅游接待能力、交通网络密度优势较强且时空压缩程度明显旅游
节点产生叠加效应。

（6）受数据资料的限制，只对比分析了旅游者乘坐一般动车和高铁出行的旅游流空
间分布特征，居民还会选择航空和汽车等交通方式出游，且在出行过程中，游客可能将
高铁和其他交通工具配合使用。因此，研究视角放大到航空、火车、汽车和高铁综合交
通系统，高铁对区域旅游流空间分布影响将会更加复杂，需要在今后研究中进一步深入
探讨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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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chanism and HSR effect of spatial structure of regional
tourist flow:

Case study of Beijing-Shanghai HSR in China

WANG Degen1, 2, CHEN Tian3, LU Lin4, WANG Li4, ALAN August Lew2

(1. Tourism Department of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215123, Jiangsu, China;

2.DepartmentofGeography,PlanningandRecreation,NorthernArizonaUniversity,FlagstaffArizona86001,USA;

3.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earch, CAS, Beijing 100101, China;

4. College of Territorial Resources and Tourism in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241002, Anhui, China)

Abstract: Transportation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s affecting spatial structure of
tourist flow. Taking Beijing-Shanghai High-speed Rail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HSR) as
an example, the paper firstly explores the features and HSR effects of spatial structure of
regional tourist flow with the help of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method. And then it points out the
changes of the accessibility in regional transportation. After analyzing the following various
influencing factors, e.g. the initial endowment of regional tourist resources, the hospitality
facilities, the density of regional tourism transportation network, the location, etc., the paper
discusses about the mechanism of HSR effect of spatial structure in regional tourist flow. The
results are shown as follows: (1) The HSR effects of spatial structure in regional tourist flow
are manifested as the "Matthew effect", the "filtering effect", the "diffusion effect" and the
"overlying effect"; (2) The "Matthew effect" of HSR is manifested under the obvious
interaction of the location condition, the initial endowment of tourist resources, hospitality
capacity, tourist transportation network density and the "time-space compression"; the "filtering
effect" of HSR is manifested in those tourism nodes without favorable location condition,
endowment of tourist resources, hospitality capacity, tourist transportation network density, and
obvious "time-space compression"; For those tourist nodes that boast favorable advantages in
terms of location condition, endowment of tourist resources, hospitality capacity, tourist
transportation network density and obvious "time- space compression", they will become
diffusion sources. HSR will strengthen the aggregation effects of tourist flow in those diffusion
sources, and thereafter, will diffuse to the peripheral tourist areas, manifesting the mode of
"aggregation-diffusion"; HSR has resulted in the multiplicity phenomenon in terms of tourists'
traveling spatial range for those from large- scale spaces. However, the "overlying effect" is
only generated in those tourist nodes with favorable location condition, endowment of tourist
resources, hospitality capacity, tourist transportation network density, and obvious "time-space
compression".
Keywords: tourist flow; spatial structure; HSR effect; mechanism; Beijing-Shanghai HS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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